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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中走廊的多机编队飞行路径规划

温瑞英， 何家兴， 刘文瀚， 王红勇
（中国民航大学空中交通管理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 编队飞行可以有效减少飞机运行成本，增加空域容量。以三机编队为研究对象，首先确定了 3 号机在编队

中的危险区域和最优位置。然后基于飞机性能和粒子群算法，提出了不改变 1 号和 2 号机路径的 3 号机编队方

案，揭示了 3 号机起降机场位置对编队集结点、分离点的影响规律。最后以霍夫变换和 DBSCAN（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 with noise）聚类算法处理大圆航线，得到作为初始解的空中走廊，然后使用鲸鱼优

化算法进行优化，并建立辅助走廊，为大规模编队路径规划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案。研究表明：3 号机与 1 号机

的纵向距离为 6 000 m 时，3 号机的编队最优位置在横向距离-57 m 或 114 m 处，3 号机的最优位置受到 1 号机和

2 号机质量的影响；当 3 号机起飞机场或着陆机场与编队航线所在大圆的距离不变时，最优集结角或最优分离角

基本不变。以 827 个跨太平洋航班为例，通过霍夫变换和 DBSCAN 聚类，得到了 5 条空中走廊。在起飞和着陆

机场与空中走廊的距离阈值为 300 km 时，可使用走廊的航班百分比达到了 54.17%。经过鲸鱼算法的优化，百分

比增加至 6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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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aircraft Formation Flight Path Planning Based on Air Corridor

WEN Ruiying， HE Jiaxing， LIU Wenhan， WANG Hongyong
（College of Air Traffic Management，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Abstract: Formation fligh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aircraft operating costs and increase airspace capacity. 
Taking the three-aircraft form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determine the dangerous area and the optimal 
position of the No.3 aircraft in the formation. Then， based on the aircraft performance an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the formation scheme of No.3 aircraft without changing the path of No.1 and No.2 
aircraft is proposed， and the influence law of the airport location of No.3 aircraft on the formation assembly 
point and separation point is revealed. Finally， Hough transform and the DBSCAN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 with noise） clustering algorithm are used to process the great circle route， and the air 
corridor is obtained as the initial solution. The whal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s used to optimize it， and the 
auxiliary corridor is established. This approach provides a feasible solution for the path planning problem of 
large-scale 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longitudinal distance between No.3 aircraft and No.1 
aircraft is 6 000 m， the optimal position of No.3 in the formation is -57 m or 114 m， and is affected by the 
masses of No.1 and No.2 aircraft. Wh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akeoff or landing airport of No.3 aircraft 
and the great circle of the formation route is constant， the optimal assembly angle or the optimal separation 
angle is basically unchanged. Taking 827 trans-Pacific flights as an example， we obtain five air corridors 
through Hough transform and the DBSCAN clustering. When the threshold of distance between the tak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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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nding airports and the air corridor is 300 km， the percentage of flights that can use the corridor reaches 
54.17%. Afte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whal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the percentage increases to 64.33%.
Key words: air transport； formation flight； trajectory planning； flow filed of wake vortex； air corridor； whal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航空运输业预计

以 4% 的增速持续增长［1］至 2040 年。与此同时，民

航业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不利的影

响，2018 年全球商业航空 CO2排放量占全球 CO2排

放量的 2.4%［2］。在考虑减少民航碳排放以及污染

相关问题时，编队飞行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解决方

法。与航空器升级等方法相比，编队飞行所需要的

新技术较少，更多需要的是管理和操作方面的改

变。因此编队飞行更容易在实际中应用。

1970 年，Lissaman 等［3］发现相对于单独飞行，

大量的鸟以“V”字形进行编队飞行时可以增加

71% 的航程。受到鸟类编队飞行的启发，人们希

望通过对飞机进行编队，减少飞机燃油消耗和温室

气体排放。近年来，一些实验［4‑5］和仿真计算［6］对

后机在不同位置处的省油效果进行了研究，证实了

在编队中后机节省燃料、降低碳排放的潜力十分

明显。

Kent 等［7‑9］通过对经典费马点问题加权扩展，

用几何方法解决了双机编队飞行路径规划问题。

徐 肖 豪 等［10］将 编 队 路 径 规 划 问 题 抽 象 为 加 权

Steiner 最小树问题，将问题的复杂度依赖于非球

面离散化网络规模，提出了“构造‑修复”思想的编

队路径规划方法。Drews 等［11］综合考虑费马点方

法和原始飞行计划对编队路径进行规划，得出的最

优航线是几何最优与飞行计划的折中。Verhagen
等［12］以费马点法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在编队飞行

前不计划具体路径的方法。该方法允许飞机与相

邻的飞机进行通讯，通过贪婪算法建立编队。

除了几何法以外，Hartje 等［13‑14］使用 GPOCS 
（General pseudo‑spectral optimal control software）
对编队航线进行优化，计算多机编队时飞机的集结

点和分离点，并用算例验证编队飞行的节油效果。

Hu 等［15］通过选取航班对并假设不同节油百分比，

优化编队飞行计划轨迹，分析了不同参数影响下的

油耗优化效果。Xue 等［16］开发了一个基于霍夫变

换的空中走廊模型，该模型对于航班时刻的变化具

有一定的鲁棒性。Asadi 等［17］提出了一种基于空

中走廊的多机编队方法，考虑了主走廊、辅助走廊、

集结点、飞机顺序等因素影响，使用粒子群算法计

算编队过程中的燃油消耗。Asadi 等［18］使用粒子

群算法和遗传算法对同一跑道起飞的飞机编队路

径进行优化，求得飞机的集结点，最终油耗降低约

10%。

上述研究对飞机性能考虑不足，对编队中后机

的燃油流量减少率缺少定量的研究。本文首先计

算编队飞行中 3 号机最优位置，确定燃油流量减少

率。然后基于飞机性能模型，使用粒子群算法对 3
号机编队飞行时的编队集结点和分离点进行优化，

使得运行成本最小，并分析了编队集结点和分离点

的 影 响 因 素 。 最 后 基 于 霍 夫 变 换 和 DBSCAN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 with 
noise）聚类建立了大规模编队飞行的空中走廊。

研究内容框架如图 1 所示。

1 物理模型与计算方法

1. 1　编队飞行模型

文献［6］已经研究了双机编队中后机的最优位

置，本文在此基础上对三机编队进行研究。在编队

过程中，2 号机位于 1 号机右侧 57 m、后方 3 000 m
处，此时 2 号机燃油流量减少率最大。3 号机加入

编队后队形主要包括 3 种形式，3 机编队示意图如

图 2 所示。

在三机编队飞行的路径规划方面，本文采用双

机编队航线不发生变化的模式，编队路径示意图如

图 3 所示。其中，B 1B 2 为 1 号机和 2 号机组成的双

机编队航段。3 号机由起飞机场 A 1 沿大圆航线飞

往集结点 P 1，P 1P 2 为三机编队飞行航段。到达 P 2

后，3 号 机 脱 离 编 队 ，沿 大 圆 航 线 飞 往 着 陆

机场 A 2。

图 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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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号机最优位置和路径的决策优先于 3 号

机，为了避免后加入的飞机干扰现有决策，本文假

设 1 号机和 2 号机的相对位置和编队路径不改变，

只调整 3 号机。

1. 2　尾涡消散及燃油流量减少率模型

1. 2. 1　尾涡消散模型

飞机的尾涡强度一般使用环量来表示，初始尾

涡环量计算公式［19］为

Γ 0 = m 1 g - ΔL
ρ∞ v∞ b0

（1）

式中：Γ 0 为产生尾涡的飞机尾涡初始环量（m2/s）；

m 1 为该飞机质量（kg）；ΔL 为额外升力变化量（N）；

g 为重力加速度（m/s2）；ρ∞ 为大气的密度（kg/m3）；

v∞ 为该机飞行的真空速（m/s）；b0 为翼尖尾涡的初

始涡核间距，通常取 πW 1 /4，W 1 为该飞机的翼

展（m）。

尾涡消散分为扩散阶段和快速衰减阶段［20］。

本文采用随机两阶段消散模型来对飞机尾涡进行

建模。

扩散阶段无因次尾涡环量［21］为

Γ ∗
5‑15 ( t ∗ )= a - exp -R∗2

v∗
1 ( t ∗ - T ∗

1 )
（2）

式中：Γ ∗
5‑15 为涡核半径 5~15 m 量纲为一的尾涡环

量均值（基准环量 Γ 0）；R∗ 为量纲为一的尾涡平均

半径（基准长度 b0）；v∗
1 为扩散阶段有效黏度因数；a

为调节 Γ ∗
5‑15 ( t ∗ )的常数；t ∗ 为量纲为一的尾涡消散

时间；T ∗
1 对应 t ∗ = 0 时的量纲为一的时间（基准时

间 t0 = 2πb2
0 /Γ 0），反映此时尾涡的结构。

快速衰减阶段无因次尾涡环量［21］为

Γ ∗
5‑15 ( t ∗ )= a - exp -R∗2

v∗
1 ( t ∗ - T ∗

1 )
- exp -R∗2

v∗
2 ( t ∗ - T ∗

2 )
（3）

式中：T ∗
2 为尾涡快速衰减阶段起始时间；v∗

2 为快速

衰减阶段有效粘度因数。T ∗
2 与 v∗

2 均与气象条件

有关。

1. 2. 2　尾涡遭遇模型

将 1 号机看作一个质点，以其为原点，1 号机的

纵轴、横轴和竖轴分别为为 x 轴、y 轴和 z 轴，正方

向分别指向前机后方、右方和上方。设 1 号机尾涡

左、右涡核的坐标分别为（x1， y1， z1）、（x2， y2， z2）。

根据 Hallock‑Burnham［22］涡模型，1 号机尾流对空

间任一点（x， y， z）产生的垂直诱导速度［21］为

vz = ( y - y1 ) Γ 1

2π [ ( y - y1 )2 +( z - z1 )2 + r 2
c ]

+

( y - y2 ) Γ 2

2π [ ( y - y2 )2 +( z - z2 )2 + r 2
c ]

（4）

式中：vz 为垂直诱导速度（m·s-1）；Γ 1 和 Γ 2 分别为

左、右涡尾涡强度；rc 为涡核半径（m）。

当后机受到尾流影响时，气流会对飞机的上翼

面和下翼面产生力的作用，最后形成诱导滚转力

矩，从而影响飞机的安全。在气流的影响下，后机

机翼的升力变化［21］为

ΔL = 1
2 ρ∞ v f C ( α )

L ∫
y3

y4

vz ( y ) C ( y ) dy （5）

式中：v f 为后机的真空速度（m/s）；y3 为后机左翼坐

标；y4 为后机右翼坐标；vz ( y )为尾涡对后机机翼剖

面的垂直诱导速度（m·s-1）；C ( α )
L 为升力线斜率；

C ( y )为翼弦弦长（m）。

假设后机的坐标为（x0，y0，z0），将式（5）沿后机

翼展方向积分，并进行量纲为一化处理，可以得到

诱导滚转力矩系数［21］为

CR = 2C ( α )
L

W 3
2 ( 1 + λ ) v f

⋅∫
y3

y4

|| y - y0 vz ( y ) [ W 2 -

2 | y - y0 | ( 1 - λ ) ] dy （6）
式中：λ 为梢根比；W 2 为后机的翼展（m）。

1. 2. 3　燃油流量减少率模型

飞机的升力系数［23］为

CL = 2m 1 g - ΔL
ρ∞ v2 S

（7）

式中 S 为飞机翼面面积（m2）。

飞机的阻力系数［23］为

CD = CD0，CR + CD2，CR C 2 （8）
式中 CD0，CR 和 CD2，CR 为特定参数，与飞机的机型

有关。

图 2 三机编队示意图

Fig.2 Three‑aircraft formation diagram

图 3 三机编队路径示意图

Fig.3 Three‑aircraft formation path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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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阶段后机的燃油流量与真空速和推力有

关，巡航时推力与阻力相等。飞机的阻力与阻力系

数成正比。因此后机燃油流量的减少率［6］为

Δf = CDm - CDn

CDm
× 100% =

4CD2，CR ( 2m 2 gΔL - ΔL2 )
CD0，CR ρ2

∞ v4
f S2 + 4CD2，CR ( m 2 g )2 × 100% （9）

式中：Δf为燃油流量的减少率；CDm 和 CDn 分别为不

受尾涡影响和受到尾涡影响下的阻力系数；m 2 为

后机的质量（kg）。

1. 3　飞机的运动学和性能模型

将飞机看做是可变质量的质点，飞机的纵向加

速度为

a l =
dv
dt

= T - D
m

- g sin γ （10）

式中：v 为飞机真空速（m/s）；t为时间（s）；a l 为飞机

的纵向加速度（m/s2）；T 为飞机的推力（N）；D 为飞

机的阻力（N）；m 为飞机的质量（kg）；g 为重力加速

度（m/s2）；γ 为爬升角或下降角。

飞机的垂直加速度为

ah = d2 h
dt 2 = dvh

dt
（11）

式中：vh 为飞机的爬升速率或下降速率（m/s）；h 为

高度（m）。

飞机的爬升角或下降角为

γ = arcsin vh

v
（12）

飞机飞过的水平距离为

x =∫v cos γdt （13）

飞机的燃油流量为

F f = dm
dt

（14）

飞机的阻力［23］为

D = CD ρ∞ v2 S
2 （15）

对于喷气式发动机来说，燃油消耗率 η（kg/
（min·kN））［23］为

η = C f1 × ( )1 + v
C f2

（16）

式中：C f1 和 C f2 为特定参数，v 的单位为 knots。
飞机飞行各阶段的燃油流量（kg/min）［23］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F f，1 = ηT                 非编队爬升下降段

F f，2 = ηDC fcr               非编队巡航段

F f，3 = ( )1 - Δf F f，2    编队巡航段

（17）

式中 C fcr 为特定参数。

飞机的运行成本可以表示为

C =∫
t0

tf

( C t + C f F f ) dt （18）

式中：t0 为起飞时刻；tf 为降落时刻；C t 为单位时间

成本（元/min）；C f 为单位燃油成本（元/kg）。

2 编队飞行 3号机最优位置

编队飞行中飞机的最优位置是飞机在危险区

域之外燃油流量减少率最大的位置。燃油流量减

少率直接影响飞机在编队飞行时的成本，确定编队

飞行中飞机的最优位置是进行编队飞行路径规划

研究的前提。

2. 1　编队 3号机危险区域分析

保证飞行安全是编队飞行的前提，若以图 2 中

队形 1 进行编队，3 号机的危险区域与 2 号机危险

区域相同，2 号机危险区域在文献［6］中有详细的

研究。若以图 2 中队形 2 或 3 进行编队，那么需要

对 3 号机的诱导滚转力矩系数进行计算确定危险

区域。此时 3 号机与 1 号机纵向距离为 6 000 m，同

时受到 1 号机和 2 号机尾涡的影响。

以 B747‑400 为例，设飞机发生逆时针滚转时，

诱导滚转力矩系数为正，图 4 给出了编队中飞机质

量为飞机最大起飞质量（Maximum take‑off mass， 
MTOM）为 0.95 倍时，不同高度和速度情况下，

3 号机在与 1 号机纵向距离 6 000 m 处，诱导滚转力

矩系数随横向距离的变化规律。

取安全阈值为 0.03，可以得到危险区域的左右

边界，如高度 12 000 m、马赫数为 0.85 时，危险区域

左边界为-36 m、右边界为 92 m。编队飞行高度

越高、速度越小，危险区域左右边界之间距离越

大。3 号机的危险区域左右边界如表 1 所示。在危

险区域以外，编队飞行中的 3 号机是安全的。

图 4 6 000 m 处不同高度和速度下 CR与横向距离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CR and lateral distance at differ‑
ent altitudes and velocities at 6 0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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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编队 3号机最优位置

在编队 2 号机与 1 号机的纵向距离 3 000 m，横

向距离 57 m 的情况下，研究编队 3 号机的最优

位置。

图 5 给出了飞机质量为 MTOM 的 0.95 倍时，

不同飞行高度和速度下，3 号机在与 1 号机纵向距

离 6 000 m 处，燃油流量减少率随横向距离变化的

关系。此时，3 号机的最优位置在-57 m 处，高度

12 000 m、马赫数为 0.76 时，燃油流量减少率为

8.69%。

表 2 给出了飞机质量为 MTOM 0.95 倍的情况

下，不同高度和速度下 3 号机的最优位置和燃油流

量减少率。研究发现，3 号机的最优位置与飞行的

高度与速度无关，在飞机质量为 MTOM 0.95 倍的

情况下，最优位置均为-57 m。编队飞行中飞机

的高度越高、速度越慢，燃油流量减少率越大、省油

效果越好。

当 3 号机最优位置位于-57 m 处，如图 2 中队

形 2，3 号机与 1 号机之间的横向距离小于 3 号机与

2 号机之间的横向距离，1 号机产生的尾涡对 3 号

机影响较强；当 3 号机最优位置位于 114 m 处，如

图 2 中队形 3，3 号机与 1 号机之间的横向距离大于

3 号机与 2 号机之间的横向距离，2 号机产生的尾

涡对 3 号机影响较强。因为飞机的质量直接影响

飞机尾涡的强度，3 号机同时受到 1 号机和 2 号机

尾流的影响，所以 3 号机的最优位置与 1 号机和 2
号机的质量有关。

在高度 12 000 m、马赫数为 0.85 时，纵向距离

6 000 m 处，横向距离-57 m 时 3 号机燃油流量减

少率与 1 号机和 2 号机质量的关系见图 6（a）；横向

距离 114 m 时 3 号机燃油流量减少率与 1 号机和 2
号机质量的关系见图 6（b）。

通过图 6 中两张图的对比可以得出，3 号机的

不同最优位置分别对应的 1 号机和 2 号机的质量

区间，如图 7 所示。当 1 号机和 2 号机的质量区间

位于图中区域 A 时，3 号机的最优位置为纵向距离

6 000 m、横向距离 114 m，即队形 3；当 1 号机和 2
号机的质量区间位于图中区域 B 时，3 号机的最优

位置为纵向距离 6 000 m、横向距离 -57 m，即

队形 2。

表 1 不同高度和速度下 3号机危险区域

Table 1 Danger zone for No. 3 aircraft at different alti⁃
tudes and velocities

高度/m

12 000

12 000

12 000

12 000

11 000

10 000

9 000

马赫数

0.85

0.82

0.79

0.76

0.85

0.85

0.85

纵向距离/m

6 000

6 000

6 000

6 000

6 000

6 000

6 000

危险区域/m

-36~92

-37~93

-38~94

-39~95

-33~88

-29~-20

图 5 6 000 m 处不同高度和速度下 Δf与横向距离的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Δf and lateral distance at differ‑
ent altitudes and velocities at 6 000 m

表 2 不同高度和速度下 3号机最优位置和 Δf
Table 2 Optimal position and Δf for No. 3 aircraft at dif⁃

ferent altitudes and velocities

高度/m

12 000

12 000

12 000

12 000

11 000

10 000

9 000

马赫数

0.85

0.82

0.79

0.76

0.85

0.85

0.85

最优位置/m

-57

-57

-57

-57

-57

-57

-57

Δf/%

7.44

7.90

8.29

8.69

6.46

5.49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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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空中走廊的编队路径规划

本节提出了一种基于空中走廊的编队路径规

划方法，为解决大规模编队路径规划问题提供了一

种可行的方案。在本方案中，使用霍夫变换和 DB‑
SCAN 处理大圆航线建立一组初始空中走廊。以

这一组走廊为初始解、可容纳的航班量为目标函

数，使用鲸鱼智能算法，对空中走廊进行寻优；建立

连通机场和主空中走廊的辅助走廊，最终达到对大

规模航线进行路径规划的目的。

3. 1　初始空中走廊的建立

3. 1. 1　霍夫变换处理大圆航线

霍夫变换由 Hough 在 1962 年提出，该方法被

广泛的应用于图像识别等领域。该方法可以将笛

卡尔坐标系中的一条直线转换为极坐标系中的一

个 点 。 如 在 笛 卡 尔 坐 标 系 中 直 线 方 程 ρ =

x cos θ + y sin θ 与极坐标系中点（ρ，θ）对应，其中 ρ

为原点到直线的最短距离，θ 为直线的法线与 x 轴

正方向夹角。

令大圆航线上任一点经纬度为（δi，λi），在笛卡

尔坐标系中的坐标为

ri =
é

ë

ê

ê
ê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xi

yi

zi

= R ⋅
é

ë

ê

ê
ê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cos λi ⋅ cos δi

sin λi ⋅ cos δi

sin δi

（19）

式中 R 为地球的半径。

由此可见，位于三维空间中的大圆航线只有两

个自由度。因此可以用霍夫变换来处理大圆航

线。要变换大圆航线，必须确定参考轴和参考点，

参考点被设置在［60°N， 165°E］，参考轴正方向被

定义为指向北方。通过确定参考点与大圆航线之

间的最短距离 ρ 和参考点上参考轴与大圆航线法

线之间的交角 θ 来将大圆航线表示为一个点。图 8
给出了参考系和如何确定 ρ、θ。

本研究选取了 1 周时间内共 827 个跨太平洋

航班，共有 82 条航线作为示例，图 9 给出了这些航

班的航线图。

使用霍夫变换处理上述大圆航线，结果如图

10 所示。827 个航班的航线被转换为霍夫空间中

的点，由于选取的跨太平洋航班基本为东西走向，

所以 θ 值集中在［100，200］和［300，350］两个区间

内。由于存在多个航班可能会集中在一条航线上

的情况，霍夫空间中的点会出现重叠，图 10 中用颜

色区分了重叠的点的数量。霍夫空间中的点反映

图 7 3 号机的不同最优位置分别对应的 1 号机和 2 号机的

质量区间

Fig.7 Different optimal positions of No.3 aircraft corre‑
sponding to the mass intervals of No.1 aircraft and 
No.2 aircraft

图 8 大圆航线的霍夫变换参考系

Fig.8 Hough transform reference frame of great circle route

图 9 82 条跨太平洋航班航线图

Fig.9 Map of 82 trans-Pacific flights

图 6 3 号机燃油流量减少率与 1、2 号机质量的关系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el flow reduction rate of 
No.3 aircraft and the masses of No.1 and No.2 air‑
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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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圆航线之间的关系，即点之间的距离越近，对

应大圆航线间的相似程度越高。

3. 1. 2　DBSCAN 聚类建立空中走廊

DBSCAN 是一种基于密度概念的聚类算法。

算 法 中 某 特 定 点 的 密 度 定 义 为 该 点 邻 域 半 径

（Eps）范围内点的总数；簇定义为最大的具有密度

相连属性的区域；核心点定义为在 Eps 内有超过密

度阈值（MinPts）的点；边界点定义为在 Eps 内点数

量小于 MinPts 的点；噪声点定义为任何不是核心

点或边界点的点。

算法的基本思路：

（1） 任意选择一个数据点 n，判断该点在 Eps
内所覆盖的数据点的个数，若 Eps 内点的个数大于

设置 MinPts，则 n 为核心点，遍历下一个数据点，直

到所有数据都被访问过；

（2） 核心点与 Eps 范围内的点形成一个簇，若

一个簇内有多个核心点，密度可达簇需要合并。

使用 DBSCAN 算法对霍夫空间中的点进行处

理，得到了 5 个密度可达簇和若干噪声点，如图 11
所示。可以将 82 条航线聚类为 5 个相似程度比较

高的密度可达簇，每簇航线可以建立一条空中

走廊。

针对每簇航线，取 ρ 和 θ 的平均值，作为空中走

廊的 ρ 和 θ 的值。得到 5 条空中走廊如图 12（a）所

示，其中一条空中走廊和其对应簇的航线如图 12
（b）所示。如果起降机场与空中走廊的距离小于

300 km 的航班可以使用空中走廊，则有 448 个航班

可以在空中走廊中运行，空中走廊可容纳的航班百

分比为 54.17%。

3. 2　空中走廊的优化

3. 2. 1　鲸鱼优化算法

鲸鱼优化算法（Whal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OA）最早由 Mirjalili等在 2016 年提出［24］。

在 M 维搜索空间中，N 头鲸鱼组成鲸鱼群（每

次迭代的解集）W = { X 1，X 2，⋯，XN }，每头鲸鱼不

停迭代自身的位置来接近猎物（最优解）。将 Xi =
{ X i1，Xi2，⋯，XiM }定义为鲸鱼的位置（一个解）。

根据鲸鱼捕食的行为，该算法通过包围猎物、

捕食猎物和搜寻猎物 3 种方式来获得最优解。根

据式（20）判断采用什么方式更新位置。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ï
ï

A ij = 2cr1 - c
Cij = 2r2

c = 2 - k
K

（20）

式中：A、c 和 C 为系数；i 表示第 i 头鲸鱼；j 表示第 j

维；r1 和 r2 为［0，1］之间的随机数；k 为当前迭代次

数；K 为最大迭代次数。

（1）包围猎物

ε 为［0，1］之间的随机数，当 ε<0.5 时鲸鱼 Xij

的位置更新为

Xij ( k + 1 )= Xpj ( k )- A ij|Cij X pj ( k )- Xij ( k ) | （21）
式中 Xpj ( k )表示第 k代最优解的位置。

（2）捕食猎物

当 ε≥0.5 时鲸鱼 Xij 的位置更新为

Xij ( k + 1 )= | X pj ( k )- Xij ( k ) |ebl cos ( 2πl )+ Xpj ( k )
（22）

图 10 大圆航线在霍夫空间中的点

Fig.10 Points of the great circle in Hough space

图 11 DBSCAN 聚类后的簇和噪音点

Fig.11 Clusters and noise points after DBSCAN clustering

图 12 空中走廊示意图

Fig.12 Air corridor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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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 为常数，用来控制对数螺线的形状；l 为
［-1，1］之间的随机数。

（3）搜索猎物

当 ε < 0.5、| A ij |≥ 1 时，为增加搜索范围鲸鱼

Xij 的位置更新为

Xij ( k + 1 )= X rand，j ( k )- A ij|Cij X rand，d ( k )- Xij ( k ) |
（23）

式中 X rand，j ( k ) 为第 k 代中除最优解外的随机一个

解的位置。

算法中，每个鲸鱼的适应度即问题的目标函数

被设置为在起飞和着陆机场与空中走廊的距离阈

值 h0下空中走廊可容纳的航班量最大。当某航班

起飞机场到空中走廊的距离 h1和着陆机场到空中

走廊的距离 h2均小于或等于 h0时认为该航班可使

用该空中走廊。决策变量为参考点与大圆航线之

间的最短距离 ρ 和参考点上参考轴与大圆航线法

线之间的交角 θ。
3. 2. 2　优化结果

本节选择 h0=100、200、300、400 和 500 km 这

5 种情况使用算法进行求解。当 h0=300 km 时，优

化后的空中走廊如图 13 所示。

定义可容纳航班率为空中走廊内可容纳的航

班量占总跨洋航班数量的比值，以此检验空中走廊

的优化效果。优化效果如表 3 所示。结果表明优

化前 h0越大，可容纳航班率越大，优化后该规律没

有发生改变。经过鲸鱼算法的优化，5 种情况下的

可容纳航班率都有一定的提升，其中 h0=300 km
时提升最大。优化后 h0=300 与 500 km 的可容纳

航 班 率 相 近 ，h0=300 km 时 可 容 纳 航 班 率 为

64.33%；h0=500 km 时可容纳航班率为 64.93%。

3. 3　辅助走廊的建立

定义连接机场和空中走廊的航段为辅助空中

走廊。航班以最短距离飞往空中走廊时，会有很大

程度的绕飞，造成成本的增加。研究机场到空中走

廊的距离与最优集结分离点的关系，以此关系建立

辅助走廊从而减少绕飞的影响，使航班的成本

较小。

3. 3. 1　机场位置与最优集结分离点的关系

定义 3 号机起飞机场和着陆机场到编队航线

所在大圆的最短距离分别为 h1和 h2，其航段分别为

A1C1 和 A2C2；编队最优集结点和最优分离点分别

为 P1 和 P2，集结航段和分离航段分别为 A1P1 和

A2P2，航段 A1C1 与航段 A1P1 之间的夹角为最优集

结 角（Optimum rendezvous angle， ORA），航 段

A2C2 与航段 A2P2 之间的夹角为最优分离角（Opti‑
mum split angle， OSA），示意图如图 14 所示。

为了探究最优编队集结点的位置与 h1 之间的

关系，取 10 个不同的 h1值，其代表 3 号机起飞机场

距双机编队航线所在大圆的 10 个不同距离；每个

h1取不同的 10 个点，其代表 3 号机起飞机场距双机

编队航线所在大圆的距离相同时，机场的不同位

置。即 h1相同为 1 组机场，共有 10 组机场；每组机

场中各有 10 个机场，共有 100 个机场，具体如图 15
所示，图中右侧方框中内容为左侧方框的放大。以

这些机场为编队后机起飞机场，着陆机场经纬度为

18.74°N 100.42°W，对 3 号机的路径进行规划。

图 13 优化前后空中走廊对比图

Fig.13 Air corridor comparison diagram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表 3　优化前后可容纳航班率

Table 3　Flight capacity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h0/km

100
200
300
400
500

可容纳航班率/%
优化前

45.59
52.72
54.17
59.49
64.81

优化后

49.58
58.16
64.33
64.93
64.93

图 14 编队飞行示意图

Fig.14 Formation flying diagram

图 15 10 组与航线所在大圆距离相等的起飞机场

Fig.15 Ten groups of departure airports equidistant from 
the great circle of the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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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10~18），以 3 号机运行成本最小为目

标函数，使用粒子群算法对三机编队路径进行规

划。规划结果如图 16 所示。可以看出，在 h1 不变

的情况下，ORA 在误差范围内保持不变，对相同 h1

处的 ORA 取平均值，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当 h1

为 10 km 时 ，ORA 为 87.51；当 h1 为 100 km 时 ，

ORA 为 70.26。

为了探究最优编队分离点的位置与 h2 之间的

关系，取 10 个不同的 h2值，其代表 3 号机着陆机场

距双机编队航线所在大圆的 10 个不同距离；每个

h2取不同的 10 个点，其代表 3 号机着陆机场距双机

编队航线所在大圆的距离相同时，机场的不同位

置。即 h2相同为 1 组机场，共有 10 组机场；每组机

场中各有 10 个机场，共有 100 个机场，具体如图 17
所示，图中左侧方框中内容为右侧方框的放大。以

这些机场为编队后机着陆机场，对 3 号机的路径进

行规划。

规划结果如图 18 所示。可以看出，在 h2 不变

的情况下，OSA 在误差范围内保持不变，对相同 h2

处的 OSA 取平均值，计算结果如表 5 所示。当 h2

为 10 km 时 ，OSA 为 87.28°；当 h2 为 100 km 时 ，

OSA 为 72.88°。

3. 3. 2　辅助走廊

根据第 3.3.1 节的研究结果建立辅助走廊，当

h0=300 km 时，大规模编队飞行路径如图 19 所示。

图 19 中实线代表主空中走廊，虚线代表辅助走廊。

图 19 中同一个机场通过多条辅助走廊连通至主走

廊的现象，表明同一航班在编队时可以在多条空中

走 廊 中 选 择 一 条 作 为 航 线 。 虽 然 h0=300 与

500 km 的可容纳航班率相近，但是 h0=500 km 时

有多个空中走廊选项的航班更多，则在编队时可以

选择的前机也更多，有利于编队飞行的实施。

在运行过程中，飞机起飞后，通过辅助走廊进

入主走廊进行编队飞行，到达连通着陆机场的辅助

表 4 不同 h1对应的 ORA值

Table 4 ORA value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h1

h1/km
10
30
50
70
90

ORA/（°）
87.51
82.23
77.18
71.55
70.25

h1/km
100
200
300
400
500

ORA/（°）
70.26
70.39
70.55
70.85
71.12

图 19 大规模编队飞行路径示意图

Fig.19 Flight path diagram of large-scale formation flight

图 16 h1相同时不同机场与 ORA 的关系

Fig.16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airports and ORA at 
the same h1

图 17 10 组与航线所在大圆距离相等的着陆机场

Fig.17 Ten groups of landing airports equidistant from the 
great circle of the route

图 18 h2相同时不同机场与 OSA 的关系

Fig.18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airports and OSA at 
the same h2

表 5 不同 h2对应的 OSA值

Table 5 OSA value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h2

h2/km
10
30
50
70
90

OSA/（°）
87.28
81.46
76.20
72.70
72.73

h2/km
100
200
300
400
500

OSA/（°）
72.88
72.33
72.32
72.23
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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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时从编队中脱离，通过辅助走廊飞向着陆机

场。该方法降低了编队形成的难度，提升了大规模

编队路径规划的效率。

4 结　　论

（1） 研究了 3 号机在编队飞行中的最优位置。

以 B747 为例，与 1 号机纵向距离 6 000 m 时，3 号机

的最优位置在横向距离-57 m 或 114 m 处。3 号

机的最优位置受 1 号机和 2 号机质量的影响，质量

越大对 3 号机的影响越大。当 3 号机受 1 号机的影

响比较大时最优位置在-57 m 处；当 3 号机受 2 号

机的影响比较大时最优位置在 114 m 处。

（2） 提供了一种构建空中走廊解决大规模编

队路径规划问题的方案。使用霍夫变换和 DB‑
SCAN 聚类算法，对大圆航线进行处理和聚类，每

簇大圆航线对应一条空中走廊。以此组空中走廊

为鲸鱼优化算法的初始解、可容纳航班量最大为目

标函数，使用鲸鱼算法进行优化。以选取的 827 个

航班为例，在起飞和着陆机场与空中走廊的距离阈

值为 300 km 时，优化后的可容纳航班率达到了

64.33%，比优化前增加了 10.16%。

（3）基于粒子群算法，提出了一种不改变编队

航线的 3 号机路径规划方法，实现了对编队集结点

和分离点的寻优。3 号机起飞机场和着陆机场到

编队航线的距离影响编队集结点和分离点的位置，

当起飞机场和着陆机场到编队航线所在大圆的距

离不变时，ORA 和 OSA 不变。建立相应的辅助走

廊，连通机场和主走廊，得到编队飞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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